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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转向与权力共生:
从网络流行体看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践

陈旭光

摘　 要:借助特殊的文本构式和传播机制,网络流行体成为一种在线协作式记忆文本,
记录着中国网民的现实境遇与集体心态,反映了主体情感和市民生活的深层结构。 通过对

501 位青年网民的经验研究,从流行性语言这一微观层面切入,探究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

践,可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 研究发现,互联网改变了记忆建构的时空边界,
使“在线记忆”具有合法性,14 个典型的网络流行体进入了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构成了四

类记忆主题,“民本立场”成为其集体记忆的意识形态特征。 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书写中,
由“人本位”到“事本位”的变化成为互联网时代记忆言说重要的逻辑转向。 在此转向中的

记忆实践最终搅动着既有的话语格局,昭示着话语民主的可能性,勾勒出权力共生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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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体是以文学影视作品、社会热点事件、生活场景、商业广告等为素材,经一系列模仿造

句组成的系列文本。 其中,每一个单独的文本都以单句、句群或语段形式出现,遵循特定的行文规则

与风格,体现出“非词化”“事件性”“二次创作性”等特征。 网络流行体是个体和特定社群彰显态度、
表达诉求的重要工具,如“且行且珍惜体”(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世界那么大体” (世
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友谊翻船体”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等,在激起语言狂欢、形成话题的同

时,描摹了市民生活和集体心态,映射了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与文化症候,成为当下网民记忆的鲜活文本。
传统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研究常着眼于重大历史事件,而忽视了对日常生活的微观探寻,记

忆的建构与书写往往由官方权力和社会精英主导,民间话语严重缺位。 随着互联网的勃兴,集体记

忆的建构机制发生了变化,协作式书写与在线仪式化活动广泛兴起。 网络流行体就是一种典型的在

线协作式记忆文本,借助大量的模仿造句,“贾君鹏体”唤醒了媒介匮乏时代人们的童年回忆与乡村

记忆[1] ,在娱乐化的表达中,传播主体对于过往时光的缅怀与温馨家园的渴望成为集体记忆“怀旧”
维度上的重要内容;而由网民协作创建的“我爸是李刚体”曾一周内引发 36 万条造句[2] ,显示出强大

的舆论监督与社会批判功能。 在群体性的回忆过程中,文本被不断地解构与重构,事件中的“官二

代”“富二代”形象也逐步被抽象,最终类化为颇具象征意义的脸谱[3] 。
“流行体现象”不禁使人思考:面对海量的话语资源,网民为何乐此不疲地选择这一特殊的形式

来进行集体性的话语实践? “流行”本身具有周期性的特征,而诸如“我爸是李刚体” “淘宝体”等文

本虽诞生已久但依然是网民重要的素材,它们成为“持续走红”的网络话语,人们为何记住了它们?
现有研究和实践表明,青年网民是网络流行体最主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 那么网络流行体如何进入

青年网民的记忆? 发挥了何种功能? 涌动着怎样的权力暗流?



基于上述问题,笔者通过对 501 位青年网民的经验研究,力图从流行性语言这一微观层面切入,
来窥探互联网时代青年网民的集体记忆实践,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 具体而言,要探

讨的问题有:(1)语言与集体记忆如何成为一种可能的阐释视角? (2)记忆的呈现:哪些流行体话语

进入了人们的记忆? 其基本图景是怎样的? (3)记忆的框架与内容:人们是如何通过上述流行体建

构集体记忆的? 呈现出何种主题和意义? (4)记忆的运作:流行体的“在线记忆”如何具备合法性?
潜藏着哪些权力与意识形态斗争?

一、语言与集体记忆:一种可能的阐释视角

与索绪尔“语言在先,主体缺席”的研究范式不同,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引入了“讲述主体”和“过
程中的主体”的概念,他们不把语言看作一个非个人化的体系,而是看作一个永远与其他体系,特别

是与主观体系发生关联的体系。 这样一种语言在使用中的概念被称之为“话语” [4] 。 在凸显主体性

及对话性的同时,福柯进一步将抽象的语言转向现实的语言———文本或话语,揭示出隐藏其后的表

意实践如何被规训,他的研究重点不再是纯粹的语言本体,而是作为现实和历史表征(再现)系统的

话语。 简单地说,福柯除了关注“说了什么”,更关注“怎么说”和“为什么这样说”。 在他看来,话语

一方面由一系列涉及内容或表征的陈述(符号)所构成,另一方面它不能被简单地还原为语言符号,
因为它“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来确指事物,更是“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言及对象的实践” [5] 。

“话语转向”使“语言与集体记忆”成为一种可能的阐释视角。 一方面,语言不再是单纯的沟通

工具,透过其陈述事实的过程能观察到话语的属性和意义,从而弄清其包裹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另一方面,自哈布瓦赫开创性地提出“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以来,“集体记忆”的社会性被充分挖掘,
它被定义为群体成员共享“过去”的过程和结果,人们是根据既定的社会框架来建构“过去”的。 集

体记忆研究旨在通过对记忆图景、建构机制的考察,探讨权力的协商与争夺过程,及其对特定社群乃

至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可见,话语转向中的“语言”和“记忆”研究某种程度上都将“权力”视为

最高旨归,二者存在诸多可融合之处:记忆研究必须着眼于人类的基本沟通工具———语言,考察承载

这些记忆的话语是必经之路[6] ;而任何语言的话语性分析,都无法忽视其建构的主体性特征和意义

的内化效果,引入记忆理论,恰恰可以厘清话语被不同主体生产、理解和“吸收”的过程,凸显其在社

会实践中的“可能意义”。
正如 Padden 从语言的流失和灭迹中考察了集体记忆的影响因素,他通过对手语的研究,揭示了

语言的存活依赖于其分享者的价值诠释,这提醒了语言使用者应该意识到该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中

心位置,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拥有权力的多寡[7] 。 Kitch 则指出,既有研究聚焦于极端事件和

重大事件的记忆话语,而忽视了日常生活中寻常而持久的记忆运作[8] 。 “怀旧”和“流行”是微观社

会记忆研究的两个重要维度,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作为一种记忆话语,流行语具有强大的传播力,
生动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风貌和民众的集体心态。 使用者通过流行语记录、表达并参与

到社会变革中,使其成为某一时期的集体记忆文本。
网络流行体正是这样一种文本,它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话题(即“说了什么”),在

流行机制的运作下,它由网民自创、经大量仿写、被广泛传播,并以娱乐化的方式呈现和记录了社会

事件与文化现象,颇具民间特色。 媒体和官方的跟进带来了文本的变化,意义“抵抗”与“协商”的过

程频繁上演,使权力色彩愈发浓烈(即“怎么说”)。 而“说话人”与“听话人”的交往对话性,让语言

与实践联系了起来,网络流行体潜藏着二者的主体性意识,凸显着彼此的观念、价值与诉求。 当本研

究将重点置于意义建构、记忆实践与权力规训时(即“为什么这样说”),“网络流行体”被视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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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而非“语言”也就顺理成章。

二、网络流行体话语的记忆图景

为了准确勾勒网络流行体话语的记忆图景,在传播主体的选择上,笔者聚焦“青年网民”。 中国

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第 4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

20-29 岁的网民在所有年龄段占比最高,达 30． 0% [9] 。 由于本研究不涉及“80 后” “90 后” “00 后”
之间的代际分析,而 20-29 周岁的青年网民是中国网民中比例最大的群体,因此,笔者(本研究始于

2016 年)最终锁定于该年龄段的网民(1987-1996 出生),某种程度上可以探究当下中国青年网民的

整体概况。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与深度访谈法。 问卷调查旨在了解青年网

民如何使用和传播网络流行体,生成了哪些意义,呈现了哪些记忆表征。 问卷在线上与线下同时发

放。 线上调查通过微信、QQ 等社交媒体和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进行,共收集有效样本 146 个。 在

线下调查中,研究者首先通过实地走访的形式调查了湖北地区四所高校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群体(华
中科技大学、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理工学院和湖北工程职业学院);其次以类似“滚雪球抽样”的形

式,从身边选择一些被访者实施调查访问,再请其提供另外一些属于所研究目标总体的调查对象。
线下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 355 个。 本次问卷调查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2016 年 5 月至 2016 年 7 月,共收回有效样本 501 个。

调查结果显示,网络流行体使用频率“非常高” (平均使用机会 9 成以上)的受访者(N = 78)占

15． 57% ;使用频率“高”(平均使用机会 7-8 成)的受访者(N= 162)占 32． 34% 。 研究者在上述人群

中(N= 240)随机选择了 25 位受访者,进行了 3 次焦点小组访谈(每个小组 5-8 人),具体的访谈步

骤为:(1)组织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的作答,并进行简单统计;(2)主持人开场白和受访者自我介绍;
(3)结合焦点小组成员的问卷调查结果,就网络流行体的使用情况与意义生产机制进行讨论;(4)就
流行体记忆情况进行讨论。 此外,研究者还结合性别、年龄、职业等人口统计学属性补充进行了 8 位

受访者一对一式的深度访谈。 深度访谈以半结构式为主,预先拟定访谈大纲,并根据具体情境与受

访者答案,随时调整发问内容。 深度访谈主要通过访谈对象的认知、态度与行为揭示网络流行体的

意义生产机制和记忆实践过程。 访谈人员情况见表 1。
在问卷设置上,Schman 和 Scott(1989)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10] 。 在对 1930-1985 年间国内

外(美国)重大事件的记忆分析中,二者以“过去的 50 多年里,在国内外诸多事件中你能够回忆起特

别重要的一两件吗?”为核心问题,让受访者进行“无提示”回答,提取了提名比例在 3% 以上的 12 个

事件(“二战”29． 3% 、“越战”22% 、“外空探索”12． 7% 、肯尼迪遇刺 8． 8% 、公民权益 8． 5% 、核战争

威胁 7． 8% 、通讯 /交通 6． 1% 、经济危机 5． 6% 、计算机 3． 9% 、恐怖主义 3． 4% 、道德滑坡 3． 3% 、妇女

权益 3． 0% ),认为人们形成了对以上事件的集体记忆。 Jennings 和 Zhang(2005) [11] 、Schuman 和 Cor-
ning(2012) [12] 、陈振华(2013) [13]等研究者均参照了 3% 的量化标准,将 3% 这一数值作为公众集体

记忆形成的依据。 陈振华认为,在汉语语境中,“重要”本身代表着价值研判,因此,他将“重要的事

件”改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进行提问,以确保记忆经验更为客观。 笔者借鉴上述研究方法,尤其

是陈振华的研究思路①,调查者要求受访者在无提示状态下写出五个印象最深刻的网络流行体,提名

情况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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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在流行体话语记忆图景和内容分析的研究中,部分参考了陈振华《“新媒体事件”的集体记忆:以大学生群体为例》一文的
研究框架。



表 1　 受访者信息统计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访谈形式

CC 男 21 大三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CJ1 男 27 艺术工作者 焦点小组访谈

CJ2 男 26 自由职业者 焦点小组访谈

CL 男 23 研一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CSC 女 22 研一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DT 女 29 公务员 焦点小组访谈

GF 男 22 研一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HGB 男 20 大三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HXF 男 28 高校教师 焦点小组访谈

HYY 男 25 研一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JT 男 21 大三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KL 女 22 大三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深度访谈

LMW 女 26 培训机构教师 焦点小组访谈、深度访谈

LS 女 28 公司职员 深度访谈

LXY 男 21 大三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LZ 女 28 公司职员 焦点小组访谈、深度访谈

MJ 女 29 艺术工作者 焦点小组访谈

SC 男 24 研一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SX 女 29 公务员 深度访谈

WCX 女 27 博二学生 深度访谈

WN 男 20 大三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WW 女 29 机关行政人员 焦点小组访谈、深度访谈

WX 女 20 大三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XYJ 女 29 博一学生 深度访谈

YC 女 20 大三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ZHB 男 29 企业负责人 焦点小组访谈

ZL 男 24 研一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ZX 男 29 公务员 焦点小组访谈

ZW 女 24 研一学生 焦点小组访谈

表 2　 网络流行体提名总览表①

提名(个) 差错(个) 遗漏(个)
提名一 440 61 0
提名二 392 44 65
提名三 217 45 239
提名四 161 30 310
提名五 103 17 381
总计 1313 197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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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差错”表示提名并非网络流行体,而是网络热词或其他语汇,如“么么哒” “蓝瘦香菇”。 问卷要求受访者必须至少在“提名
一”(即最深刻的网络流行体)中提名才能算作有效,因此“提名一”中没有未作答的遗漏项,“提名二”到“提名五”中未作答部分以遗
漏项表示。



　 　 上述提名以印象深刻程度进行排序,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集体记忆中排名前十四位的网络流行体①

排名 名称 总占比
总提

及数

提名一

数量

提名二

数量

提名三

数量

提名四

数量

提名五

数量

提名一

占比

1 友谊翻船体 32． 14% 161 84 22 13 20 22 19． 09%

2 世界那么大体 19． 56% 98 45 18 18 5 12 10． 23%

3 且行且珍惜体 15． 17% 76 46 20 3 0 7 10． 45%

4 我爸是李刚体 9． 58% 48 20 7 13 1 7 4． 55%

4 长发及腰体 9． 58% 48 14 15 15 4 0 3． 18%

6 寂寞体 6． 79% 34 9 14 10 0 1 2． 05%

7 淘宝体 6． 19% 31 11 10 5 5 0 2． 5%

8 贾君鹏体 5． 99% 30 11 12 4 3 0 2． 5%

9 陈欧体 5． 39% 27 15 10 1 0 1 3． 41%

10 高铁体 5． 19% 26 12 10 1 3 0 2． 73%

11 甄嬛体 4． 19% 21 10 4 7 0 0 2． 27%

12 元芳体 3． 99% 20 8 10 0 0 2 1． 82%

13 传说体 3． 59% 18 0 7 5 1 5 -

14 浮云体 3． 19% 16 0 4 5 6 1 -

总计 - - 654 285 163 100 48 58 64． 78%

表 2 显示,501 份问卷得到有效提名 1313 项,其中,每位受访者能提名约 2． 62 个网络流行体,也
就是说,参与调查的青年网民能回忆约 3 个网络流行体。 表 3 显示,14 个网络流行体被提及数为

654,占总数 1313 的 19． 8% ,且被记忆比例均高于 3% ,表明这 14 个流行体是被访者广泛记忆的流

行体;此外,“提名一”(即印象最深刻流行体)占比为 64． 78% ,表明上述流行体不仅被记得,且印象

程度较为深刻。 由此可见,青年网民的确形成了关于网络流行体的集体记忆,并以上述 14 个流行体

为代表。
在勾勒了流行体记忆的基本概况后,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上述 14 个流行体何以被选择而成

为集体记忆的代表呢?
记忆是一种选择性的产物,在选择的过程中,人们会倾向于接触与自己既定立场和价值观相同

的信息进行理解和加工,这形成了“接触-理解-记忆”的选择性机制。 从记忆形成的心理机制和社

会过程来看,影响人们进行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的因素可以分为文本特质和主体浸入两个方面。
文本特质主要指流行体文本形式、文本诞生时间等因素刺激了主体的“选择”,并造成记忆与遗忘的

生理性发生;主体浸入主要指传播者和使用者对于流行体重要性的价值研判和共鸣程度影响了其记

忆“选择”。
从时间的维度看,在表 3 中,14 个流行体原型话语诞生的时间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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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排名前十四位的网络流行体诞生时间与记忆程度①

年份 名称 记忆深刻程度排名

2016 友谊翻船体 1

2015 世界那么大体 2

2014 且行且珍惜 3

2013 长发及腰体、陈欧体 5、6

2012 元芳体、甄嬛体 12、10

2011 淘宝体、高铁体 8、7

2010 浮云体、我爸是李刚体 13、4

2009 贾君鹏体、寂寞体、传说体 8、11、13

从表 4 可见,2013-2016 年产生的流行体因时间较近而易于进入集体记忆中,且被记忆的深刻

程度较高,而 2009 年之前产生的网络流行体无一进入受访者的记忆,这一现象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归

因于时间接近性的影响。 如对于“友谊翻船体”,有不少受访者提及,因为其出现时间靠近,所以才会

有印象。
“大家能不能讲讲自己写的印象最深刻的流行体分别是什么? 流行体那么多,你为什么偏偏记

得这几个?”(主持人)
①“‘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最近实在太流行了,微信、微博、综艺节目到处都是。” (CC,21,大三

学生)
②“最先想起的就是‘说翻就翻’,因为昨天就用过。 ”(KL,22,大三学生)。
访谈①②表明,“时间临近”是记忆形成的重要原因,短时间内某一流行体的“遍在性”和“使用

率”,又深化了这种记忆的存在。 因此,记忆具有“就近原则”,时间越临近越不被遗忘,也越容易形

成集体记忆,这一原则已经影响某一流行体在记忆榜单和印象深刻度上的具体排序。
从文本特质的维度看,记忆的深刻程度有时并非来源于内容,而取决于流行体母本构式的新异

性与风格的独特性。
③“我不是因为它讲了什么而记住它(甄嬛体),而是因为‘臣妾’ ‘皇上’组合在一起,让人觉得

有趣和难忘,所以我才经常用它。”(LMW,26,培训机构教师)
访谈③显示,流行体文本所负载的具体信息与主体的语用行为、记忆呈现不存在必然联系,符号

灌入文本的形式才是使人印象深刻的原因。 类似的表述在访谈④⑤中得以重现。
④“(长发及腰体)具体指什么倒不是很清楚,无非是一种感叹吧。 总之,文艺腔重,很特别,吸引

眼球。”(MJ,29,艺术工作者)
⑤“前段时间很流行(指“友谊翻船体”),不知道来源于什么地方,反正‘说翻就翻’ (的形式)很

好用。”(WW,29,机关行政人员)
从访谈③-⑤可见,淡化事实信息而转向言语表象中的形式和风格,是部分主体关于流行体记忆

的重要特征。 文本本身的特质引发了选择性注意,由这种注意所驱动的语用行为深化了生理意义上

的“记得”,成为话语实践和记忆书写的物质前提。 由此可见,时间与文本特质作为客观因素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记忆选择。
从主观性上看,Schuman 和 Corning 认为,对于事物本身的重要性与主体的浸入程度作为主观因

素会影响记忆的建构[12] 。 人们会从生活经验中提取知识进行预存,并形成倾向性的价值观,当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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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事情”时,相关的知识和立场被激活,影响人们信息接触、理解和记忆的过程。 “我爸是李刚

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流行体并不符合上述客观性规律,其 9． 58%的总提及率和 4． 55%的提名-
占比,均展示出该流行体强大的生命力。 对此,部分受访者解释了对“我爸是李刚”这一流行体印象

深刻的原因:
⑥富二代、官二代、贪污腐败的官场文化,从这一句话都反映出来了。 大家造句也是为了表达愤

怒,有钱有势的人也不能任性。 直到现在,提到官二代还会想起它。 (ZL,24,研一学生)
⑦“我爸是李刚”说出来就带着嚣张。 那段时间好像被模仿造句了很多次,(这件事)细节忘了,

这句话记得很清楚,因为社会上有不少这种官二代现象,我上次开车被剐(蹭)也遭遇过类似嚣张的

威胁。 (HYY,25,研一学生)
从访谈⑥⑦可见,“我爸是李刚体”被深刻记忆首先是由于该流行体自身的重要性,它折射出一

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官强民弱、社会不公(“富二代、官二代、贪污腐败的官场文化,从这一句话

都反映出来了”)、仇官仇富心理(“为了表达愤怒”);其次,自我感知和浸入也影响了记忆的建构,如
主体感同身受、代入感强(“我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话语实践范围广影响大(“那段时间好像被模

仿了很多次”“直到现在,提到官二代还会想起它”)。 最终,在情感和认知上的卷入会指引流行体的

话语实践者进行价值判断,抽象出某种公约性的记忆内核。 正如 HYY 所言,关于事件显性信息的记

忆可能已模糊,但对于“我爸是李刚”造句后所形成的概化主旨———“官二代现象”却记忆深刻。

三、主题、态度与行为:流行体记忆的内容分析

“选择与建构”是集体记忆理论的核心精神。 正是在此意义上,哈布瓦赫提出“存在着一个所谓

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 [14] ,人们是根据既定的框架来唤起、选择、建构、定位和规范记忆的。
在 Schuman 和 Corning 看来,这个框架是主题、态度 /观点与行为表现的集合[12] ,也就是说,记忆的内

容分析基本可以围绕上述三个维度展开。
描述和分析集体记忆的具体情况,能够观察主体通过流行体话语记住了哪些要义以及如何记忆

的过程,这也就厘清了流行体话语所建构的共性记忆主题。 为了更为清晰地解读出这些内容和特

征,研究者选取了“友谊翻船体”和“我爸是李刚体”进行个案分析。 在表 2 中,提名数量和印象深刻

程度均排名第一的“友谊翻船体”具备个案研究的典型性,但“友谊翻船体”创作于 2016 年,记忆的

“最近效应”显著,为避免以偏概全,研究者还选择了创作于 2010 年、提名数量仍高居第四位的“我爸

是李刚体”作为第二个案进行辅助研究。
(一)个案研究一:友谊翻船体

问卷调查显示,“友谊翻船体”共被提名了 164 次(见表 3)。 在“通过该网络流行体,您的哪些记

忆被唤醒或得以建构?”这一问题中,排名前三位被受访者提及的关键词是:友谊(45 次)、关系(40
次)、信任(22 次)。

关于“友谊翻船体”的焦点小组访谈基本验证了上述描述,如受访者 CC 认为:
⑧“这个流行体我是从微信朋友圈上看到的,后来网上各种造句和转发,什么刚谈的女友说没就

没了啊,我觉得蛮有趣的。”(CC,21,大三学生)
“那你是如何了解它的准确意思呢?”(主持人)
⑨“刚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百度搜了一下,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爱情的巨轮说沉就沉,蛮

多类似的,大概就是在说各种(人际)关系不牢靠吧。”(CC,21,大三学生)
访谈⑧⑨表明,“友谊翻船体”有两个基本主题,一是关于该流行体文本的有趣调侃(“刚谈的女

友说没就没了”);二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脆弱(“大概就是在说各种关系不牢靠吧”),上述主题是受访

者 CC 关于“友谊翻船体”的具体记忆。 在行为层面,符号的复现首先引起了他的注意(“网上各种造

句和转发”),在兴趣和好奇心的驱动下(“我觉得蛮有趣的、刚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他进行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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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搜索,并总结出“关系脆弱”的主题。
受访者 HXF 与 CC 的描述基本一致,但在主题层面,他以“信任”为关键词进行了补充:
⑩“我觉得这个流行体能流行起来主要是因为正好说出了(大家的)内心的感受,因为,在现在这

个社会,每个人都压力很大,有时候别人答应你的事,转身就忘了,或者食言,感觉很多话都不可信

了。 这跟之前‘且行且珍惜’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受过伤之后的感叹。”(HXF,28,高校教师)
HXF 的记忆涉及“信任”这一关键词,他认为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比

如信任机制的破坏(“转身就忘了,或者食言,感觉很多话都不可信了”),“友谊翻船体”映射了这种

现象,这是其得以广泛流行的内在动因。 在行为层面,HXF 产生了联想,通过“友谊翻船体”与“且行

且珍惜体”的类比(“跟之前‘且行且珍惜’是一样的”),将“信任缺失”这一意义强化,并升华至“哀
叹生活艰辛”的宏观语义层面(“都是受过伤之后的感叹”)。

与上述两位受访者不同的是,受访者 JT、KL 对于“友谊翻船体”的关注点,都聚焦于“朋友观”
本身。

◈11“这句话确实有一定道理,友谊有时候不好说,尤其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比如:借钱之类

的,说不定就真的‘说翻就翻’了。”(JT,21,大三学生)
针对 JT 对友谊的质疑,KL 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12“我昨天还用了这句话,朋友圈里的自拍被说‘长胖了’,我就回了句:‘友谊的小船说翻就

翻’,谁都知道,这是句玩笑,对吧? 并不是真的‘翻了’,只是一种说话习惯而已。 ” (KL,22,大三学

生)
访谈◈12表明,该流行体的功能性并不在于其对“友谊”状态的真实描述,而在于其充当了人际交

往中的“调味剂”。 因此,在行为层面,它是一种言语习惯在具体语境下的表现(“只是一种说话习惯

而已”)。 KL 的记忆主题一方面围绕“友谊”本身展开,另一方面也以“这是句玩笑”回应了访谈⑧关

于“娱乐调侃”的描述,在焦点小组访谈中,上述观点占据了很大比重。
从集体记忆的主题来看,“友谊翻船体”呈现出:娱乐调侃、人际关系脆弱、信任缺失和友谊观四

个基本主题,不同的受访者在自身浸入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下,选取了不同的面向进行记忆建构,使得

同一话语拥有不同的价值倾向。 从态度 /观点的层面来看,“有趣”以及能激发“情感共鸣”构成了受

访者的叙述核心,其中“有趣”指向话语风格本身,而关于“情感共鸣”的观点则上升到了社会文化与

人格的层面———“信任机制”。 正如吉登斯所言,信任机制是现代性理论中的链接性环节,日常生活

中蕴含着某种本体性的安全,产生对他人的信任感是基本安全系统中最深层的要素[15] 。 而当“不信

任”的集体心态通过话语实践凸显,“人际关系脆弱”“道德滑坡”等“现代性后果”便随之浮现。 从行

为表现层面来看,话语的复现唤醒了记忆的选择性注意,在自身兴趣、言语习惯和具体语境的推进

下,流行体的传播主体开始了联想、使用和再造行为。
(二)个案研究二:我爸是李刚体

问卷调查显示,“我爸是李刚体”共被提名了 48 次(见表 3)。 在“通过该网络流行体,您的哪些

记忆被唤醒或得以建构?”这一问题中,排名前三位被受访者提及的关键词是:官二代(20 次)、腐败

(13 次)、拼爹(9 次)。
在关于“我爸是李刚体”的焦点小组访谈中,受访者 SC 认为:
◈13“任性其实也要有资本,‘李刚’让人难忘,恰恰因为我们都没有这样的‘爹’,所以没有任性的

资本。”(SC,24,研一学生)
这一表述与前述提及的访谈⑥⑦从不同角度对“我爸是李刚体”进行了记忆阐释。 它们共同概

括了该流行体的四大记忆主题:一是官二代嚣张,指向权力阶层的形象与人格问题(“有钱有势的人

也不能任性、说出来就带着嚣张”);二是官场文化,指向公权腐败问题(“贪污腐败的官场文化” “社

会上有不少这种官二代现象”);三是民众仇富仇官,指向社会心态问题(“造句也是为了表达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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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四是“我”与“官二代”的身份区隔,指向阶层固化问题(“只是没有做官二代的福气”)。
在态度 /观点层面,访谈◈13采取了自我归因模式,以家庭背景等先天因素定位了自我的阶层归

属,发出了“任性其实也要有资本”的感叹和自嘲。 而在深度访谈中,受访者 LZ 认为该话语流行具有

必然性,并表达了无奈态度。
◈14“这个流行体之所以流行,并且一直(被)记得,是因为‘我爸是李刚’都成了官二代的代名词,

这是社会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但是谁能解决呢? 所以遇到类似的问题,也就拿出来发发牢

骚而已。”(LZ,28,公司职员)
访谈◈14除了与上述文本一样指向了阶层固化等社会矛盾,还建构了“利益共同体”的记忆(“我

们每个人都身在其中”),其潜在逻辑是:“这与每个人利益相关,是‘我们’共同的问题。”在此逻辑

下,如果说“我爸是李刚”事件只是特例性的社会“痛点”,那么,由“我”到“我们”的记忆表述,则是

个体之“痛”到群体“痛感”的意义转置,显然,“痛”的事件性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痛”的集体心

态。 在意义转置中,记忆的过程化特征得以彰显。
在行为表现层面,受访者 LZ 在微博中先后两次对“我爸是李刚体”进行了创作,如下:
◈15“恨爹不成刚,怨爸不双江。 可惜我手无寸铁,又不能投胎姓李。”(LZ 微博,2013-03-01)
◈16“上联:你爸是李刚,很酷? 下联:我爹是双江,不服! 横批:霸气外露。” ( LZ 微博,2013 -04 -

22)
在文本◈15中,“恨”“怨”“可惜”“不能”等词语的选择,使“我”与“官二代” “星二代”身份划定开

来,并在诙谐中展示出某种“欲求不满”的失落。 文本◈16以“对联”形式,将价值研判“反讽式”地嵌入

到流行体文本的再造中。 两个文本均将“李刚事件”与“李天一事件”结合,折射出不同社会阶层之

间的不平等关系,指向了“拼爹”现象及其背后的权力不公。 LZ 通过身份叙事,以“无权无势”的

“我”来区隔“官二代”,并以“我爸是李刚事件”与“李天一事件”的关联,使该记忆进一步得以唤醒

与定位。

四、话语、记忆与权力:流行体记忆的运作

前述通过对“友谊翻船体”与“我爸是李刚体”个案研究,从主体层面分析了流行体话语建构了

哪些记忆主题,具有怎样的特征,以及人们是如何记忆的。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继续探讨流行体记忆

实践背后的运作机制,即话语、记忆与权力的关系。
(一)技术民主:“在线记忆”的合法性

当互联网突破了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边界,记忆实践中“在场”机制的转变直接导致了全新的“书
写政治”,社交媒体成为记忆建构的主要平台,权力变革与大众书写的趋势愈演愈烈。

在哲学研究中,“在场”是本体论的一个重要范畴。 海德格尔将其视为一种实显的现在,认为对

“存在”的研究必然落实于“在场”,“在场”表征了一种主体间性的实在关系。 保罗·康纳顿将“社会

仪式”和“身体实践”视为集体记忆建构和维系的重要环节。 他重视记忆的惯性及其延续的途径,认
为集体操演所实现的“体化实践”和有意记录所进行的“刻写实践”构成了身体实践的两个层面[16] 。
他尤其强调了体化实践的创新力,认为社会以仪式来传递记忆,而仪式通过身体完成,因此,社会是

在体化实践的过程中来传达记忆的。
尽管上述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但在考察记忆活动的过程中,他们都强调了具体时空中身体“在

场”的重要性。 基于空间的物质性基础,身体“在场”表明了社会运动的主客体在一个特定地域内的

活动状态,它还暗示了集体记忆是一种交往性的产物,是在互动的“情境”中形成的。 “场”作为交往

互动的背景,是一种必要性的存在,如果个体都游离于“场外”,那么记忆将丧失集体性的意义。
互联网的勃兴剧烈地革新着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了上述身体“在场”的机制。 高度发散的社会网

络培养了人们存储和读取记忆的新习惯,使个体化的文化记忆或者“数字化记忆”成为可能[17]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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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吉登斯和布迪厄所言,身体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它“不仅仅是我们拥有的物理实体,也是一个行动

系统,一种实践模式” [18] 。 因此,当“用时间消灭空间”成为虚拟社交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作为表征的

身体已经跳脱出物理空间,通过社会意义来进行文本化和信息化处理,从而实现“在场”。 身体“在
场”的转向使集体记忆的“在线”建构具有合法性,同时也带来记忆书写的变革。 在人人拥有话语权

的互联网上,精英在集体记忆的唤醒、转述和创造上的垄断地位被弱化,大众的记忆书写拓宽了原本

逼仄的话语空间。
对于流行体话语来说,互联网是记忆实践的主阵地。 在“您使用和创作网络流行体的首要渠道”

这一问题的调查中,91． 82%的受访者选择了线上途径,如表 5 所示。

表 5　 受访者使用和创作网络流行体的首要渠道(N=501)

渠道 人数 比例

微信(含微信群、朋友圈) 147 29． 34%

微博、博客 134 26． 75%

QQ(含 QQ 群、QQ 空间) 109 21． 76%

网络论坛、门户网站 70 13． 97%

日常口语与写作 26 5． 19%

其他(含未作答) 15 2． 99%

前述的经验研究已表明,利用上述社交平台,青年网民以网络造句等多种形式展开了流行体的

在线实践。 正如诸多“在线记忆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一方面,某些由权力集团和精英阶层所固化的

记忆话语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松动,利用微博、微信、维基百科等在线平台,特定社群能建构关于战争、
国耻、灾害等诸多“大事”的集体记忆,而不必受制于“此时此地”的身体约束;另一方面,尽管不同的

网络用户会围绕特定对象展开激烈的记忆争夺,但总体看来,在线协作式书写会形成公约性的记忆

内核,这一方式是当下集体记忆建构的重要特征。 总之,“在线记忆”的合法化使上述虚拟平台已成

为新型的记忆空间,在此空间中,“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中的“贾君鹏”已幻化为“贪玩少

年”的记忆符号,“我爸是李刚”中的“我”也早已失去了本来的面貌,“官二代”的意义被极尽放大。
由此形成的“X,Y 喊你回家 Z”和“我 A 是 B”的构式也具备了象征意义。 任何元素的填入,都使 X
成为一种远离母体的“游子”形象,使 B 成为一种尖锐对立的官僚原型。 正如荣格所言,生活中有多

少种典型环境,就有多少个原型。 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上述原型刻进了大众的集体记忆中[19] 。
当某些形象在文本再造的过程中被脸谱化,它逐步脱离了事物的物理属性,成为能激起共同感受的

记忆原型。
由此可见,社交媒体重新分配了话语权,记忆建构的方式和人际交往的结构也随之产生变化。

在权力变革和大众书写的语境下,在线记忆的合法化彰显了互联网时代“人人皆可言说”的技术民

主,流行体这种自下而上形构的记忆话语不再是官方意志和精英意识的表征,而呈现出“民本立场”
的意识形态特征。

(二)民本立场:记忆的意识形态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语言(话语)、记忆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无处不在。 正如当“上山下乡” “红卫兵”
“毛主席万岁”等语汇被人们提起,“斗私批修”的记忆会浮现于历经“文革”的一代人身上;当“下

海”“一国两制”“商品经济”等热议一时的话题重现,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面貌便在记忆里得以激

活。 实践证明,每个时代都会沉淀下具有特定意识形态特征的语言符号,成为意义生产和记忆书写

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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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上述流行语着力于描述“客观世界”,在线书写的网络流行体更倾向于记录“主观事实”,
集体性的认知、情感与欲望常常显现其间。 正如“寂寞体”的自我矮化、“世界那么大体”的呼唤自

由、“我爸是李刚体”的深刻嘲讽,都是人们对自我价值和现实生活的理解,是主观认知和情感诉求的

记忆表述。
从个体层面看,在前述“友谊翻船体”和“我爸是李刚体”的个案研究中,共呈现出:娱乐调侃、人

际关系脆弱、信任缺失、友谊观、权力阶层的形象与人格、公权腐败、仇富仇官、阶层固化等记忆主题;
从集体层面看,以认知、情感和价值等因素为综合考量,表 3 中的 14 个网络流行体可以大致被归为:
“对抗公权强权”“哀叹人生不易”“建构 /幻想美好生活”“全民语言自娱”四类文化主题中,见表 6。

表 6　 排名前十四位的网络流行体反映的文化主题

对抗公权强权 哀叹人生不易 建构 /幻想美好生活 全民语言自娱

我爸是李刚体

陈欧体

高铁体

友谊翻船体

且行且珍惜体

寂寞体

传说体

浮云体

世界那么大体

长发及腰体

淘宝体

贾君鹏体

甄嬛体

元芳体

不论是个体层面还是集体层面,上述记忆主题无一不具有显豁的民间“意识形态色彩”。 透过这

些主题不难发现,大多数流行体的话语原型直接来源于社会最关注的敏感话题与热门现象,且多以

一种日常生活化的叙事进行着认知和情感式的记忆书写,在尚未流向官方场域之前,鲜见“国耻、国
难”“民族振兴”“中国梦”等颇具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

从文本叙事上看,网络流行体不同于严谨宏大的官方语篇,不具备开端、高潮、结局的完整情节,
常常以一句话的简单描述,将“人物、场景、行为”等要素融入日常生活的微型叙事中。 微型叙事使流

行体话语的意义指向实用而直观,“反强权、讽社会、哀民生”等价值取向十分清晰。 不论是“浮云

体”的“ ××都是浮云”“寂寞体”的“哥×得不是×,是寂寞”还是“友谊翻船体”的“说×就×”,它们都是

日常生活化的态度言说,都具有大致相同的叙事结构,针对的是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虚无、失落的

情绪压力,反映的是以青年网民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集体心态。 微型叙事虽然聚焦于日

常生活,但同样能产生社会层面的意义。 正如费尔克拉夫所言,任何话语“事件” (即任何话语的实

例),都可以被同时看作是一个文本,一个话语实践的实例,以及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20] 。 流行体的

实践过程一再表明,再个体化的言语行为和叙事模式,一旦上升到话语实践的层面并引起群体性的

关注,民本立场的意识形态便会随之彰显。
从话语实践上看,流行体生产与传播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原型话语显现,即“ ××体”母本

的诞生。 原型话语来源广泛,既可以是商业广告(如“陈欧体” “凡客体”),也可以是影视作品(如

“甄嬛体”“蓝精灵体”),还可以是公共事件(如“高铁体” “我爸是李刚体”);(2)话语接受与再生

产,即母本引起关注并被仿制传播。 网民根据既有经验对原型话语进行理解,沿袭母本构式或风格

进行创作,生产出大量子本,“ ××体”形成;(3)话语狂欢,即“ ××体”被广泛套用和扩散,成为网民“表
演”“抵抗”的重要素材,影响力增加。 媒体、商家、政府机构纷纷介入话语的流通过程,形成狂欢化

的话语图景。 流行体话语实践的特殊性表现在:“受众”和“传者”常常“合二为一”,“生产” “理解”
与“消费”同时进行,在此过程中,网络空间的自由开放确保了“表演”与“抵抗”意义能在个体和社群

间交互生成。 在“表演”的层面上,世俗现实与在线表演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观众、媒介与表

演者紧密地缠绕与交结,彼此的涉入程度都进一步提高。 当下,流行体话语大量渗透进日常生活,人
们恣意“观展”“表演”,宣泄情绪,仅仅一个“我爸是李刚”就能在短时间获得 36 万的模仿造句[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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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造句与原型话语一道被反复传播和改造,对个体形成了信息包围,即使不刻意使用流行体,人们

也会以各种渠道获得了解,甚至开始追随。 在“抵抗”层面上,特定社群在虚拟世界中打破了时空边

界,运用拼贴、同构等手段,他们把古典诗词、习语俗语等语词碎片并置在一起,形成了耦合的亚文化

风格,组合成杂烩式的话语拼盘。 而当话语进入商业和官方场域,流行体实践便呈现出更为杂糅和

盛大的狂欢图景。 每当一个“ ×× 体”盛行,狂欢的舞台就迅速拉开帷幕。 在人人都可以拥有话语权

的虚拟世界,到处都是舞台、演员、观众,各式各样的普通大众、亚文化者、商家轮番上场,不断制造着

吸引眼球的话语作品,在一次次观看、评论、转发和再造中,随心所欲地享受狂欢的乐趣和利益。 正

如巴赫金所言,狂欢的精神实质,在于灵魂脱离自我之后的自由、激情的状态。 在此意义上,流行体

的实践活动建构了话语主体狂欢式的生活模式,这是一种脱离了常轨的、“翻了个儿的” “反面的生

活” [21] ,它使人们顺利地跨越等级秩序,以诙谐的、宣泄的、颠覆性的流行体话语,形成对传统文本和

严肃文本的解构,进而获得“表演”“抵抗”和“消费”的快乐。 在此过程中,相当一部分的原型话语来

自负面事件和消极情绪,这些事件和情绪的主体在文本再造中被迅速“热炒”,往往形成了全民声讨

和嘲讽的态势。 事件批判逐渐演变为现实批判、文化批判、制度批判,最终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合法

权力的质疑。 由此可见,当话语狂欢的图景已经形成,话语主体在建构现代性意义的同时,又会消解

某些传统意义,当民间意识形态被自然化地建构出来,戏谑与批判中的“全民声讨”、身份焦虑、多元

价值冲突也随之呈现,而这正是流行体话语向主流意识形态至上权威发出挑战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理想主义、民族主义等价值观,从“中华崛起”到“中国梦”,主流话

语都擅用“家国同构”等宏大叙事模式来覆盖私人化的意识形态诉求,从而建构某种理想性、召唤性

的集体记忆。 而微型叙事和话语狂欢下的网络流行体,一方面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消解,
另一方面,又彰显了民间意识形态在语言和记忆层面上的推进,正如利奥塔所言,小叙事将可能被遮

蔽的社会事实点亮,从而引入社会大众的历史叙事,并获得被讨论的资格,它的流行与传播,最大化

了群体认知,从而锚定了社会记忆[22] 。 由此可见,流行体话语的叙事特征、意义生产和记忆实践共

同决定了其“民本立场”的意识形态意义,这一立场的呈现生动表明了意义在社会领域中如何被调

用,以及话语如何通过意义表达来建构记忆并为权力服务。 在此意义上,诸如“官二代”等知识被个

性化地生产出来,成为舆情民意中可资评议的记忆原型,流行体话语补充或离析着当下社会的主导

记忆,为当下舆情民意的形成提供了某些可资评议的“民本立场”和“主观细节”,并成为转型期社会

记忆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件[23] 。
(三)记忆即权力:反记忆与权力运作

记忆作为一种“可能意义”,无处不在地参与了流行体话语实践的过程。 它既是偶发的,又是必

然的;既是多元混杂的,又是相对统一的;既是浑然天成的,又是动态建构的。 记忆的存在和凸显搅

动了文化研究的诸多议题,对于网络流行体来说,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映射了话语、意识形态与权力

的复杂关系。
福柯在阐释其权力观时,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记忆对于权力的重要性。 他指出,“记忆是斗争的重

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络” [23] 。 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记

忆的控制与反控制是主体展示权力、实施意识形态操纵的重要途径,而记忆与“反记忆”的频繁上演,
也彰显着互联网时代的“技术民主”和市民阶层的意识觉醒。

福柯将“反记忆”视为一种文化行为,是实践者将原有知识体系中被贬低甚至是“不合法”的知

识运用起来,以挑战权威的活动。 (记忆)造反并非反对记忆既定的内容和概念,而是“反对集中权

力的作用,这个集中权力与社会中组织起来的话语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 [24] 。 当在线记忆的合法化

使得话语、记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更为多元复杂,青年网民的流行体实践已经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反
记忆”的基本图景。

在流行体的使用传播中,以青年网民为代表的主体将话语实践诉诸主观认知和情感情绪,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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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关注“公权腐败” “民生艰辛”等负面议题,由此形成了由主观信息与负面信息所组成的“反记

忆”内容。 其中,主观信息指向私欲展演、情感宣泄、话语狂欢所带来的无深度的精神享受;负面信息

则直指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权力提出质疑。 正是在此意义上,作为记忆文本

的流行体具有显豁的“民本立场”,呈现出鲜明的“反记忆”倾向。
在叙事模式上,流行体实用而直白的微型文本也呈现了有别于官方叙事的替代性叙事,在由“小

叙事”转化为“大叙事”的过程中,它点亮了某些被遮蔽的社会事实,诸如“官二代”等知识被个性化

地生产出来,成为了舆情民意中可资评议的记忆原型,是转型期社会记忆的补充文本。 这种从形式

上对官方叙事的消解,从另一个层面上为“反记忆”的运作提供了可能。
流行体话语实践中“反记忆”的运作表明,记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人们建构、维护一种记忆,凸

显一种记忆而删除另一种记忆,用一种记忆来反对另一种记忆,某些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潜移默化

地改变着人们的思考模式和实践行动,这都是权力关系在记忆场域中的生动表征。

五、结论与讨论

(一)由“人本位”到“事本位”:记忆言说的逻辑转向

数字媒介的发展从技术层面促使了“在线记忆”的合法化,培养了人们新的记忆习惯。 与传统的

“记忆空间”相比,互联网时代的“记忆场”既是“超时空边界”的,又是“高度情景化”的。 一方面,虚
拟交往及其情感表达突破了物质身体所在的时空限制,使话语实践者以“文本化”的形式实现了“在
场”,并能便捷地进行信息交流与记忆书写;另一方面,由于人总是在社会化的活动中建构记忆,主体

的记忆表述与其个人经历、价值倾向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因此,记忆文本的在线书写必定依赖于现

实世界的“场景”投射,它是高度情境化的。 “超时空边界”和“高度情境化”同在的空间性特征,使在

线记忆的言说者存在着有别于传统时代的记忆逻辑,这种逻辑呈现出由“人本位”到“事本位”的

转向。
在对“知青记忆”的研究中,刘亚秋[25] 、王汉生[26] 、艾娟[27] 等人指出,“苦感”这一集体情绪的再

现,构成了“上山下乡”过程中的基础性记忆,而战胜“劳动之苦” “生活之苦” “精神之苦”的生动叙

事丰富了“苦”的符号意义,最终成就了“青春无悔”这一集体记忆。 上述记忆逻辑显现出强烈的“人
本位”意识,是传统时代记忆言说的典型模式。 这种“人本位”首先强调了记忆建构的“在地”特质,
即具体时空中人(物质身体)的在场;其次,它总是站在“人”的视角,看“人”如何在记忆的唤醒、建构

与维系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肯定“人”的精神力量。
在线记忆的兴起,使“人”能隐匿在虚拟时空中,记忆言说不必一味以“人”为载体,而能够依附

于与记忆有关的“事”。 可以看到,“车祸”“被威胁”“贪腐”“仇富”“李天一”都可以成为唤醒和建构

人们“官二代”记忆的“事”,在高度情境化的记忆空间中,不同的记忆文本以不同的“事”呼应了同一

个主题,这些事是记忆建构中的诸多节点,连接着特定记忆主体的过去与现在。
如果说“人本位”的逻辑起点是强调“人”如何战胜“事”,那么“事本位”则是重视“事”如何影响

“人”。 当网民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能动性,“事本位”逻辑下的记忆建构便具备了更强烈的情感

调性与价值框架,记忆通过“事”来唤醒和接连,不必只服务于“人”的精神层面。 诸多的“事”化约成

了各种情境与信息的组合,因此,也具有了经验层面与信息层面的双重意义[28] 。
(二)话语民主的可能性与权力共生的图景

从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以流行体为代表的话语形态,诞生于技术进步与权力变革的文化裂缝

中,它的出现与其他形态的民间话语一道,从大众层面搅动了既定的话语格局,彰显了话语民主的可

能性与权力共生的现实图景。
福柯把话语分为“政治权力话语、知识精英权力话语和大众权力话语”三个层面。 他认为,权力

的理解和阐释只能在三者的勾连中进行,不能被割裂。 在现实生活中,官方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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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博弈与协商共同左右着文化意义的形构,就流行体话语而言,其不断发展的过程正是青年人在

现实空间中不断寻求话语权力的过程。
在传统时代,官方话语所代表的政治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统治权,它以一种“强制性国家机器”

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形式来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种控制主要通过行政、制度的硬性手段

对公民观念和行为进行规训。 在后继时代,对于诸多颇具“民风”的话语实践来说,官方的“自话自

说”早已无法收复民间的“众声喧哗”,因此,它不得不开启“文化霸权”的运作模式,在保留既定意义

的同时,将主流价值进行隐性输入。 正如《人民日报》多次借用“世界那么大”的话语行动早已由“收
编”转向“协商”,这一过程表征着官方话语和精英话语开始通过附和、借用、微调等多元策略实现着

主体在场和权力写入。
精英阶层对过往与现实的话语批判,曾引领着“思想启蒙”的潮流。 尤其在话语传播的媒介场,

资源的占有、把关的权力、体制的倾斜使传统时代的知识精英掌控着一套生产与巩固自身话语权的

机制,从而在思想层面、资本层面和技术层面,都与大众阶层形成了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结构。
体制和资本的遴选使精英阶层长期享有文化优越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优越感不得不开

始消退。 有研究指出,当启蒙不再面对传统的体制,而是一个复杂的市场社会时,其内部原来所拥有

的世俗性和精神性两种不同的面向,即世俗的功利主义传统和超越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就开始分道

扬镳[29] 。 当下,冷静、中立、非私欲的精英话语鲜见于网络流行体等“民间话语场”,它所面临的现实

是:不得不参与到多重价值与权力关系的角逐中,在不断裂变与重构中实现着现代性与多元化的转

向,以不被时代所掩埋。 与此同时,网络流行体等大众话语的呈现不断彰显着市民阶层主体性意识

的觉醒。
由此可见,精英话语的裂变与重构、大众话语的崛起与抗争、官方话语的协商与规训共同构成了

当下错综复杂的话语图景,各种形态的话语难解难分,并非相互取代而是彼此交织,而网络流行体实

践正是上述图景中一个微观的缩影,它的存在昭示着某种话语民主的可能性,以期与其他形态的民

间话语一道,重塑着现实社会的话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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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Diversion and Power Coexistence:
Young Netizens’Collective Memory Practice

through Pop Network Styles

Chen Xuguang(Normal College of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Pop network styles are online collaborate memory texts through its textual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It records the realistic circumstances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Chinese netizens,
and also reflects the subjects’ emotion and the deep structure of civic life. In this paper,the researcher con-
ducts a qualitative study about 501 young netizens,trying to explore their collective memory practice process
on a micro level,and aiming to reveal the ideology and power relations hidden behind. The study shows that
internet changes the space-time boundary of memory construction,which provides“online memory”with legit-
imacy,there are 14 typical Pop network styles consisted of 4 themes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young neti-
zens. It shows vivid“ folk characteristic”,which reflects the logical turns of“human standard” to“ issue stand-
ard”,it finally influences the existing discourse pattern,and embodies the possibility of discourse democracy,
depicts the prospect of power coexistence.

Key Words:pop network style;collective memory;young netizen;discour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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